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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許多不留意的人來說，香港公共空間的塗鴉只是一種礙眼的街

頭亂象，不管是文字或圖像，除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和粗俗的圖

案，都難以理解，而且毫無價值可言。或許，這是塗鴉的唯一意義。

塗鴉客卻有不同的想法，他們以第三隻眼看周遭環境，面對一

片開放的空間，見人所未見。塗鴉，在他們看來，「不是塗污」

（DEVIL，2012 年 1 月 5 日通訊訪問）。由字眼看，這種見解並非全

無道理，塗鴉兩字的確不等於塗污，儘管港人心中早有「『塗鴉等同

塗污，惡意破壞』的負面印象」（《頭條日報》，2015 年 3 月 7 日，

頁 28）。從內涵來說，也有點根據，塗鴉是在非法的地方書寫文字，

不是塗抹污點，而是以添加的文字毀壞舊有空間的原貌，多少算得上

是 Schumpeter（1942）所說的創造性破壞。

美國紐約街頭藝術家 Michael De Feo 也有類似的看法。他說，街

頭藝術家和塗鴉藝術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在街道上創造藝術（《南華早

報》，2010 年 6 月 20 日，藝術版，頁10）。兩者的焦點在於文字和圖

案的差別使用，塗鴉通常以文字為主。因為文字存在於特定的空間或

載具，塗鴉因此是一種不連續的傳播模式；透過塗鴉，人們不必依賴

面對面的互動，或者知悉作者的身份，也可以進行間接的視覺對話

（Klingman & Shalev, 2001）。間接，是由於文本的製造者和接收者很

少會同時出現在相同地點。

更堂皇一點，對那些兼具某種使命的塗鴉客看來，塗鴉是一種源

自草根的自發性動作和聲音，發抒於內心的一種對抗國家強權或機

器壓迫的自然反應，也就是意識形態的抗衡（Lachmann, 1988）。例

如，針對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受到地震和海嘯影響的災難，

塗鴉客 281_Anti Nuke 於 2013 年開始在東京街頭上大肆張貼反核的圖

案貼紙，決意以塗鴉引起對「巨大公共污染災難」的注意（《南華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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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》，2013 年 11月 30 日，頁 A9）。個人與國家機器對抗，就像大衛與

巨人的戰鬥，還有什麽比在街頭路面或牆壁上書寫抗議文字或畫上一

幅敏感的圖案，更能引起行人的注目？

不過，行人注目與塗鴉客行動是兩碼事；先有塗鴉，才談得上注

目與否。塗鴉出現在不被允許的地方，相當程度上破壞了香港整潔的

公共設施（如橋墩、行人走道、路標或交通訊號控制箱），損毀了私

人產業（如牆壁、門窗）。就算不計較財物和時間的浪費，塗鴉一方

面攪亂了市容，污染視野，另一方面則無視法律規範，挑戰社會秩

序。

從理論分析，塗鴉的社會後果符合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

主  Mi lton Friedman（1962）提出的「鄰里效應」（neighbourhood 

effects）。第一，除非是現行犯人贓俱獲，街頭上所看得到的塗鴉，不

論是文字或圖案，官方都很難明確指定誰是罪魁禍首，因塗鴉導致的

任何財物損失，便求償無門。第二，除了物業的所有權人外，塗鴉帶

來的金錢支出，如粉刷公共牆壁的人力和物力，甚至短暫封閉部分道

路，都可能涉及其他人的有形或無形利益（如納稅錢或交通不便和市

容髒亂），這些人並不易確認，即使取得賠償或補償，也難以進行有

效分配。這種「鄰里效應」是塗鴉不易根除的原因，就像空氣污染一

樣，源頭飄忽不定，很難追蹤，便無法對症下藥解決。

另外，在抽象層面上，塗鴉無疑也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，以文

字或圖畫，在公共空間，堅持維護某種言論不受拘束的公民權利。在

西方國家，這種執着是維繫塗鴉蓬勃不墜的主因之一，香港也有類似

信仰。歸根究底，塗鴉是一種對公共空間應為公眾使用的宣稱，一旦

轉化成對國家或政府不合理政治行為的抗爭，也就是對迫害的公開合

理控訴。



塗鴉香港：公共空間、政治與全球化【第二版】

4 © 2016 香港城市大學 © 2016 香港城市大學

塗鴉，可以是政治情緒宣洩的一種管道，尤其是社會動盪不安的

時期，如 2014 年香港「佔領中環」運動，有些塗鴉客的作品的確出現

在佔領區。一幅簡潔的政治圖案或幾個聳動的文字，足以勝過千言萬

語，更震撼人心。塗鴉因此是反問，對任何威權建制的質疑。質疑，

不光是知識的追求，也是對特定空間裏典章制度的安排和操作是否合

理，進行某種試探，並尋求解決的途徑。

跟世界其他大都市一樣，如紐約、費城、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東

京或台北，香港的政治塗鴉不僅隱藏在大街小巷、溝渠水道的牆壁之

中，更不時公然的出現在萬人擁擠的觀光景點或人來人往的地鐵站附

近，向國家或政府宣戰。塗鴉，以一副你奈我何— in your face—

的姿態攀牆附壁（ORSEK，2010 年 4 月 7 日訪問），越是法律或現實

不許可的場所，塗鴉客越是躍躍欲試。

政治塗鴉因此往往與時勢有關，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，由於

「一國兩制」的保障，與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一些傳統，對政治上的

壓迫、排擠或獨斷，便顯得相當敏感，尤其是來自北京的「山雨欲來

風滿樓」的肅殺之氣，即使是有關中國領導人的塗鴉也難以容忍。

「扼殺塗鴉，就是扼殺香港的未來」（李怡，《蘋果日報》，

2011 年 4 月 16 日，社評，頁 A02）。話雖然說重了些，但也不是沒有

道理，因為對民主和自由的無知或一知半解，就無異讓獨裁與奴役予

取予求，甚至變本加厲，無法無天。

不論對香港或北京來說， 2014 年的「佔領中環」，很明顯的是一

場追求 2017 年行政長官民主普選的社會運動，從形式和內容看，更是

不折不扣的大規模塗鴉運動，整個佔領區的公共空間全成為文字、圖

案、標語和符號等塗鴉展現的場所。「佔中」的政治目的，不管如何

崇高，並不足以掩蓋塗鴉手段的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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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佔領中環」塗鴉

「佔領中環」運動從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，到 12 月 15 日，79 天

之間，在金鐘、銅鑼灣和旺角佔領區，鬧得沸沸揚揚。在整個過程

中，「佔中」的符號很聳動，再加上「雨傘革命」的字眼，顯得來勢

洶洶，難怪中國的黨國和香港建制派媒體口徑一致，以破壞香港經濟

和法治，全面圍剿。

不管短期或長期，有關「佔中」的政治、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後

果不易準確評估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不少書籍無疑會圍繞它的成敗

大做文章，其功過還有待歷史仲裁。本章試圖從塗鴉的視野或另類思

考，詮釋「佔中」的形式和內容。

從塗鴉的定義和操作看，「佔中」的社會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大型

塗鴉運動，只不過它的政治色彩稀釋了塗鴉本質，換句話說，社會運

動的功能或作用掩飾了塗鴉的取徑，並提供一個合理化的視野框架。

新聞媒體在報導「佔中」時，因此強調的都是民主普選與官民政治對

抗，忽略了塗鴉效應。

第一，「佔中」是公民不服從運動，參與者的出發點就是有意違

背法律的規範，執意佔領不該擁有的公共空間—街道，在抽象理念

和實際運作上，與塗鴉客強行使用公共場所，書寫或畫圖的舉動，並

無區別，頂多是集體和個人的分野。

第二，在正常情況下，除了官方於路面上書寫的有關交通指示，

或牆壁上張貼的告示，沒有任何人可以在香港立法會附近的街道，或

其他公共場所書寫文字、畫圖或掛上各種即興和預製的視覺或形象的

標語和布條。「佔中」期間，塗鴉所可能採用的工具和手法，都被派

上用場，甚至發揮到極致，兩者沒有什麽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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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政治塗鴉往往以人物、議題或事件為主，「佔中」的圖文

基本上也圍繞這三個方面，特別是那些簡單的口號和圖像。它們的作

者通常不詳，就像塗鴉客隱去真實姓名，留在公共空間的只是他們的

作品，沒人知道他們來自何方，又往何處去。他們企圖的也許是種對

話，卻非一對一的連續傳播，間接溝通的對象又不夠明朗，是官方、

路人或媒體，還是志同道合之輩？塗鴉亦如是。

第四，塗鴉客的死對頭，是代表公權力的警察，這種情形在世界

各國皆然，除非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否則，警察出現在特定公共

空間時，如果不是防範塗鴉於未然，便意謂公權力受到有意或無意的

削弱。從頭到尾，香港警方在「佔中」地區部署重兵，甚至還使用暴

力對付示威者，在在說明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緊張衝突，一如警察與

塗鴉客之間的貓鼠遊戲。

當然，「佔中」參與者不會承認他們是塗鴉客，或所作所為是十

足的塗鴉，更可能辯解以塗鴉形容「佔中」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，

是對神聖目標的褻瀆。也難怪佔領區出現「請勿塗鴉！如要張聲請用

紙代替！」的警告（圖 1.1），看起來和街道電箱上「禁止塗鴉」的

貼紙，沒什麽兩樣。其實，這是對塗鴉的誤解，以工具判定塗鴉，或

認為塗鴉是在牆壁上隨意書寫，忽略了縱然使用紙張寫字，再貼上牆

壁，它依舊是塗鴉。

由文字到圖像，「佔中」的塗鴉數量難以計算，但是質化上可以

輕易歸類。

任何社會運動都免不了使用符號（Bennett, 1980），特別是簡潔易

懂的圖文。以「佔中」為例，符號有兩種，一種是指示性的，直接了

當，不帶情感或價值判斷，如有關「佔中」地點或街道指示牌的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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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.1 「佔中」運動「請勿塗鴉」的警告，金鐘，2014年10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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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鴉；另一種是濃縮性的，充滿喜怒哀樂的感受或聳動情懷，如「雨

傘革命」。在北京眼中，「革命」字眼不免觸目驚心（圖 1.2）。

不論是指示性或濃縮性符號，簡約的文字或圖像往往引人注目和

深思。從金鐘、銅鑼灣到旺角，最常見的是與雨傘有關的貼紙或圖

案，很多是即興創作，有些是刻意設計，相當具有想像力，幾乎是街

頭藝術的展示。從廣義的角度看，若非合法，街頭藝術無疑也是塗

鴉，尤其是以公共空間作為畫板。自始至終，「佔中」的場地全屬非

法徵用。

這些符號很多是針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，各種謾駡、詛咒、譏

諷、醜化和調侃的圖文，張貼在牆壁上，到處可見，尤其是「奸狼」

的形象，暗示他的奸詐狡猾，甚至還蓋棺論定。它們跟平常時的塗鴉

如出一轍，數目卻多出千百倍，內容更加犀利惡毒。

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，只要是牆壁，幾乎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大小

紙張，就像塗鴉客以貼紙在電箱、燈柱和牆壁上留下簽名一樣。每一

張都代表一個心聲，臨時被命名的連儂牆，更是密密麻麻滿佈便條

紙，清一色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追求，成為觀光景點，有如塗鴉世界的

「名人堂」，吸引了不少遊客。

大部分時候，逛佔領區的人可能比示威的人還多。不少人都是來

看熱鬧，還在標語或海報前拍照，表示到此一遊。一些聳動標語或大

型的人頭像，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，以戲謔

或詼諧的方式呈現，往往讓人停下腳步觀看或合照，尤其是北方南下

的中國遊客。在公共空間裏，這些政治塗鴉多少表示「一國兩制」的

安排還保存了一點氣息。

「佔中」運動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被政府強行清場後正式落幕，

塗鴉的社會效應卻在整個香港擴大，其中以「我愛真普選」的標語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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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.2 「佔中」的雨傘革命標語，金鐘，2014年10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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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突出。除了街道上的黃色小貼紙四處可見，幾個主要山頭，如獅子

山，從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2 月，也先後四次被掛上巨大的「我愛

真普選」布條，從山頂垂直而下，場面壯觀（圖 1.3）。儘管布條都

很快被拆除，這些業餘塗鴉客的膽識和舉動，已驚動四方和警方，比

起2011年「誰怕艾未未？」塗鴉出現在香港街頭時引起的騷動，前後

相互輝映。

「誰怕艾未未？」

艾未未是中國著名的行為藝術家與異議人士，2011 年 4 月 3 日，

他準備搭機前往香港，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公安帶走。艾未未被拘

留後，中國官方雖然證實，但並未正式說明他犯了什麽罪，被拘押在

哪裏。一些零星的消息指出，艾未未踩到當局的紅線，涉嫌經濟犯

罪。45 天後，新華社於  5 月 20 日簡短指出，北京市公安機關「已初

步查明，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，存在逃避繳

納鉅額稅款、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。」

根據媒體猜測，這項指控非常嚴重，艾未未恐怕難免刑責，只是

輕重而已。2011 年 6 月 22 日艾未未被釋放，官方裁定他的設計公司

必須繳付 1,500 萬人民幣（港幣 1,840 萬）的欠稅和罰款。艾未未不服

上訴，但官方維持原判。一般認為，以逃稅入罪是對艾未未批評政府

的處罰（《南華早報》，2012 年 3 月 30 日）。

有關艾未未被捕的新聞，中國媒體不是噤若寒蟬，就是口徑一

致，輕描淡寫，堅持「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」（北京《環球時

報》，2011 年 4 月 6 日社評）。

艾未未的特立獨行所以受到關注，一方面固然和他父親是紅色著

名詩人艾青（蔣正涵）有關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藝術內涵獨樹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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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.3 獅子山上「我要真普選」的布條，2014年12月29日


